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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懸疑敘事下的遮蔽與想像——論《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交叉性與超越性 

 

王鑫潔* 

 

 

摘要  作為雙雪濤筆下最典型的創作實踐，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與創傷

經驗成為文學批評界介入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的主要研究視域。然而這一

文本隱含的結構和意義的交叉性仍然亟待關注。本文將以〈平原上的摩西〉作為

分析對象，探索雙雪濤的“中國套盒”式懸疑敘事與其結構背後的意義交叉性，

即個體如何在階級、性別、代際等多重身份交織下，成為社會轉型中的零餘者。

敘事結構的交叉性同樣為雙雪濤故事中的底層書寫保留了“向上超越”的可能，

故事主人公們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信仰與堅守，正是在階級、性別、代際的

層層交織中傳承下來。 

 

關鍵詞  雙雪濤  敘事結構  交叉性  底層書寫 

 

 

一   引言 

 

“鐵西三劍客”雙雪濤、鄭執、班宇關於鐵西敘事的寫作序列，令東北書寫

再次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浮出歷史地表，三人圍繞東北老工業區的相關創作，

則被視為“東北文藝復興”的重要表徵。以雙雪濤為例，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

事已成為其筆下最典型的創作實踐：這種依托於地域結構性轉型的懸疑敘事，既

不以揭曉懸念為最終目的，也未遵循本土懸疑小說中“因果報應”的樸素道德信

仰敘事倫理，而是通過個體對於歷史記憶的追溯與重構，反映東北在經歷文革和

下崗潮後的時代症候，以及個體在時代症候下被遮蔽的創傷經驗。雙雪濤本人將

這一努力稱之為“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我的故鄉人留一點虛構的記錄”1 。  
 

然而，對於東北地域書寫應在三位青年小說家的創作中處於何種位置、又佔

何種分量，學界回應不一。出身東北的批評家往往强調與東北相關的在地經驗，

將地域書寫鑲嵌在九十年代國家經濟結構性轉型的宏觀敘事中來探討。出身瀋陽

的劉岩，致力於將鐵西敘事放置在東北經濟結構性轉型的時代框架中，將雙雪濤、

鄭執、班宇放置在“東北國營工廠工人子弟”的身份政治下進行檢視。在劉岩看

來，他們的寫作因為將個體經驗與特定歷史條件、微觀敘事與宏觀敘事有機結合，

 
*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藝術史、中國語言文學。 
1  雙雪濤、三色堇：〈寫小說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報》，2016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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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深刻的現實主義傾向。2 同樣出身東北的黃平認為，“鐵西三劍客”的創作

代表著“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他們以鐵西敘事來反撥“‘尋根文學’以來將

地方‘地方化’的趨勢”，令地域書寫重新“從‘地方’回到‘國家’，從‘特

徵’回到‘結構’，從‘怪誕的人’回到‘普通的人’”。3 不同於重視東北在

地經驗的本土學者，非本土批評家則呼籲關注雙雪濤、班宇、鄭執在創作中除“東

北”之外的其他面向。張定浩認為，過分強調“東北”特定集體情緒和邊緣生活

經驗，實際上遮蔽了基於普遍人性的個體敘事，限制了作品所能抵達的高度。4 
叢治辰則將“父親”看作文學裝置，呼籲批評界探索三位小說家作品中被“東北”

這個單一研究視域所遮蔽的其他可能。5  
 

作為雙雪濤最受文學批評界關注的作品，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與創傷經

驗、“艷粉街”的文化表徵、故鄉記憶與文學創作等問題，成為批評家對文本的

意義外延；多重第一人稱敘述的作用與意義、“何謂平原，誰是摩西?”、底層

書寫的超越性等問題，則成為文本“內部批評”的論證焦點。創傷與救贖成為〈平

原上的摩西〉故事的一體兩面：由東北國營工廠下崗潮引發的工人階級的創傷，

是批評家們重點分析的對象，但他們較少關注創傷背後的交叉性，即個體如何在

階級、性別、代際等多重身份交織下，在歷史的必然與命運的偶然的交織下，成

為社會轉型中的零餘者。同樣地，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信仰與堅守，也正是

在階級、性別、代際的層層交織中傳承下來，為雙雪濤故事中的底層書寫保留“向

上超越”的可能。6 此兩點為本文將深究的面向。 

 

 

二   “中國套盒”敘事下的交叉性 

 

〈平原上的摩西〉的故事内容並不複雜：刑警莊樹在負責偵查城管遇襲案時，

發現這起案子與十二年前劫殺出租車司機的連環案件有著諸多重合，而案件嫌疑

人漸漸指向兒時鄰居家的父女。國企改制前，同是東北國營工廠工人子弟的莊樹

和李斐是鄰居兼童年玩伴，兩人曾約定好在平安夜的晚上一起看“平原上的火

焰”；國企改制後，因生存共同體的瓦解，兩家人漸行漸遠。隨著調查的深入，

莊樹漸漸發現自己當年忘記約定的無心之失，竟成為李斐悲劇命運的導火索。故

事藉助多重（共七位）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視角，交替進行了十四次敘述，分別是：

 
2  劉岩：〈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瀋

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 年 11 期，頁 22。 
3  黃平：《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年），頁 87-
88。 
4  呂彥霖：〈再造“集體記憶”與重探 90 年代——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中心〉，《當代作家

評論》，2021 年 6 期，頁 29。 
5  叢治辰：〈父親：作為一種文學裝置——理解雙雪濤、班宇、鄭執的一種角度〉，《揚子江文學

評論》，2020 年 4 期，頁 75。 
6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 年 7 期，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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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德增、蔣不凡、李斐、傅東心、李斐、莊德增、莊樹、孫天博、傅東心、李斐、

莊樹、趙小東、李斐、莊樹；每人敘述的故事都多少與下一位敘事者的故事有所

重叠，引出人物命運的改寫與顛覆，營造出記憶的迷宮。 

 

如何理解多重第一人稱敘事，已成為文本“内部批評”的論證焦點。黃平將

這種敘事歸因於對時代總體性的難以把握，即“在小說故事開始啟動的歷史時刻，

任何一個人物都無法把握時代的總體性。”7 劉岩從重構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

將多重第一人稱視角的敘事，視作離散的工人群體“圍繞社群瓦解過程進行對話

的形式”。8 上述兩種分析傾向將多重第一人稱視角與歷史整體性變革相結合，

還原工人階級在東北經濟結構轉型期的時代創傷。這種將敘事手法歷史化的嘗試，

一方面將文本與東北這一特殊地域與經濟體制改革這一特殊時間節點結合，揭示

東北在轉型期的社會症候，但另一方面又將故事中的層層嵌套，簡化為工人群體

的敘事詩，遮蔽了這種複調敘事中的其他指涉。 

 

層層嵌套的敘事特點，令人聯想到略薩所分析的“中國套盒”，即通過敘述

者在時間、空間和現實層面的變換，實現故事的層層嵌套。9  〈平原上的摩西〉

中，多重第一人稱視角敘事也可看作是“中國套盒”的變體：每位敘述者的故事

均有交叉性，故事與故事之間並非簡單並置，而組成了“共生或者具有互相影響

效果的聯合體”。10 李守廉的形象正是在交叉敘事中得到豐滿，又反過來作為線

索串起社會群像。他是全篇中唯一沒有以第一人稱視角敘述的人物，但他的身影

卻出現在幾乎每位敘述者的故事中——李守廉因為陪同李斐前去放烟火而遭到

警察蔣不凡的懷疑，無奈之下重傷了蔣不凡；李守廉在下崗潮後與莊德增、傅東

心一家漸行漸遠，在襲警後受孫天博一家的庇護而生存，卻又因襲擊城管一案再

次進入警察莊樹、趙小東的視線。 

 

小說的敘事迷宮不僅還原出李守廉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形象與其創傷記憶，更

以李守廉為交叉性敘事的隱形中心，串聯起東北下崗潮中的失落群像：比如試圖

挽救社會失序而以身試險的警察、遭遇歷史性暴力又被禁錮於家庭的知識女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傅東心等人的形象不僅是功能性的，非如黃平所言，因“帶有

鮮明的功能性而顯得概念化”，其功能之一就是“將‘形而上’的維度重新賦予

作為工人的李守廉一家”。11 相反，傅東心、李斐等女性角色，導向了〈平原上

的摩西〉被“東北”這個單一研究視域所遮蔽的其他可能。對工人群體創傷經驗

 
7  黃平：《出東北記》，頁 60。 
8  劉岩：〈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文

藝研究》，2018 年 12 期，頁 16。 
9  （秘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著作，趙德明譯：《略薩作品：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年），頁 163。 
10  略薩：《略薩作品：給青年小說家的信》，頁 160-161。 
11  黃平：《出東北記》，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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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現，是雙雪濤的敘事重點，但他對多重第一人稱視角的選擇，同樣顯示出敘

事交叉性的重要意義：在以工人群體為核心的社群網絡中，那些擔任著母親、女

兒等性別角色的人，擔任著國家機器、知識分子等社會角色的人，同是社會創傷

的承受者；以點帶面地還原他們所遭受的傷痛，成為雙雪濤為被侮辱被損害的故

鄉人留下記錄的方式。 

 

〈平原上的摩西〉因此由敘述結構的交叉性轉向敘事意義的“交叉性”。

“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由學者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

提出，强調受壓迫者的經驗是由階級、種族等多重壓迫機制與父權制互動的結果，

不能將被壓迫的經驗簡單化為階級、種族、性別壓迫的機械性叠加。12 以下將以

克倫肖的“交叉性”理論作為敘事意義的分析框架，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僅指

向東北下崗潮後工人階級的受創史，更表現出東北社會底層人民（尤其是女性）

在階級、性別、代際變革中所遭遇的交叉性暴力。 

 

 

三   交叉性中的二元複調 

 

在“中國套盒”式的複調敘事下，〈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人物關係往往呈現

出或對照或鏡像的二元性。這種二元的人物塑造方式與階級、性別、代際等因素

雜糅，呈現出以工人群體為中心輻散的東北老工業區底層人物書寫。 

 

幾乎為論者們所公認的一組人物對照，是在下崗潮導致的工人階級“所擁有

的生活共同體趨於破碎”後，出現在莊德增、李守廉兩人之間的階級分化。13 在
千禧年之際意外相遇的莊、李二人，一個是將捲烟廠私有化的資本家，一個是因

重傷警察而隱姓埋名的出租車司機。面對毛主席像下靜坐抗議的老人時，作為既

得利益者的莊作出的評價是：“也許忍著，就有希望。”14 而淪為社會零餘者的

李，卻將老人們比作海水被污染後上岸自殺的海豚，反駁道：“就是希望不夠分，

都讓你們這種人佔了。”15 對巨型毛主席像的體認，進一步反映出二人因階級分

化而形成的情感結構差異：莊將毛主席像體認為故鄉之樹，展現對於毛主席像所

象徵的集體主義時期的浪漫化懷舊；李則將懷舊之情移情到毛主席像底座處的工

農兵戰士塑像上，這些破碎的塑像與小說所敘述的底層人物，形成身體化的同構，

暗示著東北社會底層人民們破碎的身體，與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如同海豚自殺

般靜坐的老人，左腮被子彈擊穿的李守廉，下肢癱瘓的李斐，被嚴重燙傷面部的

小販女兒……劉岩對此質問道：“在社會變遷中斷裂的意識形態可以縫合並重塑，

 
12  王天夫、嚴飛：《清華社會學評論（第 8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頁 142。 
13  黃平：《出東北記》，頁 62。 
14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 年），頁 49。 
15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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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歷史創傷的普通生命也能隨之修復嗎？”16  儘管毛主席像作為意識形態的

能指重新回到廣場，其底座的工農兵塑像也隨之被修復，但工人階級社群在社會

轉型、階級分化後所遭受的創傷，卻以“破碎的身體”為表現形式而被永遠銘刻。 

 

第二組較少被關注的人物對照，是小說中性別關係的對照：女性常成為歷史

暴力下隱忍的承受者，但同時也是詩性、人性、神性的守護者；男性則往往成為

歷史暴力下正面的感知者或對抗者。不同於蔣不凡、李守廉的“以暴制暴”，無

論是傅東心、李斐，還是燙傷事件中的女兒，都是結構性暴力下無從反抗的受害

者：傅東心在文革中被剝奪了知識分子身份與受教育的權利，又在陰差陽錯中與

當年害死叔叔的凶手莊德增結合；李斐因警察蔣不凡濫用公權力而失去雙腿，從

此與父親隱姓埋名地生活；跟著母親賣苞米的女孩因城管的暴力執法而被嚴重燙

傷面部，卻被有關部門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話語權。在遭受結構性暴力後，她們

淪為被放逐於社會主流之外的零餘者。作為知識女性的傅東心在工作與家庭中，

處於雙重邊緣化的位置，既不為工廠同事所接納，也不與丈夫兒子親近。無論是

丈夫還是兒子，都留有那個時代的暴力殘影，因此她自述道：“日子噠噠地向前

走了。我留了下來。”17 李斐則深居簡出，藉寫小說度過癱瘓後的漫長歲月，並

在自敘中以樹自比：“樹，無法走動的樹，孤立無援的樹。”18 傅東心與李斐在

社會巨變中的“留”，暗示東北的底層女性在階級、性別、代際等身份交織下忍

受的交叉性暴力，一方面使她們無法與社會同步，另一方面則成為她們自我放逐

的方式，以此實現對於男性主導的結構性暴力的規避與逃離。 

 

因此，雙雪濤筆下的女性，並非如五四時期的“祥林嫂”形象那般，僅是“被

侮辱被損害的喑啞的女性”，而是在巨變的時代中，以自我保留的方式守護著詩

性、人性、神性。19 雙雪濤將傅東心視作詩性的化身，“她的隱忍，她的沉默，

她的寂滅，其實是詩的隱忍，沉默和寂滅，她與周遭的隔閡，其實是詩與現實世

界的隔閡，”唯有傅東心可以承擔“與時光對抗”這一重任。20 是傅東心令李斐

懂得了“欣賞行文的元氣”，令詩性的種子在小小的李斐心中萌芽；感受到從未

體驗過的母愛，明白母親的職責並非“哭，一個嘴巴”，而是提供關於人性的基

本啓蒙；篤信“只要你心裏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裏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

給你讓路”，21 感受在平凡生活中呼喚神性的可能。儘管對莊樹來說，傅東心是

個不甚親近的母親，但唯有傅東心懂得莊樹“對別人有意義，對自己也有意義”

 
16  劉岩：〈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頁 21。 
17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73。 
18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74。 
19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洛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7-40。 
20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豆瓣，2016 年 8 月 1 日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17907/）。 
21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32-37。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1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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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察理想。22  她在送給莊樹的畢業禮物上畫著一個小男孩與小女孩，男孩守

門，女孩正掄起脚把球提過來，這與幼時莊樹踢球、李斐守球的現實截然相反。

莊樹由踢球者到守門人的角色對調，寄托著傅東心對莊樹的希冀，希望莊樹能成

為一個可以守護他人的人，這與莊樹的警察理想暗合。換言之，正是傅東心在幼

時對於李斐、莊樹的教育，令他們分別成長為堅守信念與守護他人的人，詩性、

人性、神性的種子由傅東心播種，在李斐與莊樹身上發芽。 

 

如果說傅東心代表著父一代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守護，那麼李斐則是傅

東心在子一代的鏡像，她將傅東心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篤信傳承下去。張悅

然與雙雪濤曾就“毛主席像”與“烟火”這兩個意象以及它們分別象徵的性別、

代際能指進行討論：毛主席像與父輩、男性角色相關，象徵著“政治、歷史、現

實”，烟火與子輩、女性角色相關，象徵著“約定、情感、夢幻”；兩個意象之

間既是對立的又是辯證的：無形且短暫的烟火象徵著長久的允諾，有形且長久佇

立的毛主席像卻只是疾馳而過的時代的象徵。23  李斐的一生，與“火/烟火”這

一意象緊密相關。“火”這一意象在雙雪濤所援引的西方神話原型中具雙重意義，

是毀滅亦是救贖，是罪惡亦是希望。24 對李斐來說，“火”象徵著她與傅東心之

間的精神傳承，是李斐精神世界的起點。李斐對傅東心精神世界的無限接近，似

乎一度可改變她作為工人階級子女的命運，用知識的火光為自己燃亮新的可能。

儘管關於烟火的約定將李斐帶入了命運的深淵，但正是她對於信念的篤定，成為

點亮這個基調並不明亮的故事的火光。雙雪濤曾如此對比父輩與包括自己在內的

子輩：“我覺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沈默的，比我們要有生命力，比我們

要篤定，甚至比我們要豁的出去。我們以為我們是有那麼一點反抗精神的一代，

其實我們非常平庸溫順。”25 李斐正是平庸溫順的子輩中的意外：她關於堅持的

悲劇展現人在命運無常中的强大，她對於信念的篤定，成為雙雪濤對市場經濟下

情感商品化的抗衡，也是雙雪濤所書寫的沉重現實背後的純淨内核。26  正因如

此，雙雪濤的底層書寫沒有囿於沈湎苦難，反而保留了精神超越的可能。 

 

 

四   未完成的“摩西”與向上超越的可能 

 

《聖經‧舊約》《出埃及記》中摩西分紅海的故事包含著逃亡、故鄉、信念、

希望等文學母題，27 雙雪濤因此挪用了摩西這一神話原型，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

 
22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55。 
23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24  王俊虎、王晶：〈神話原型批評視域中的底層文學書寫——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 2 期，頁 92。 
25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26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27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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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境的寓言投射至東北國營工廠下崗潮背景中。這種對“神性”的挪用，暗

示底層書寫困境中“向上超越”的可能。如何理解摩西也因此成為解讀小說的核

心線索：哪位人物在故事中能承擔摩西的角色，帶領群體走出困境，實現“向上

超越”？筆者認為，“摩西”的形象始終在不同階級、性別、代際閒流轉，傅東

心、李守廉、李斐、莊樹都部分展現出摩西的特質，但也都不能完全地承擔起摩

西“出埃及記”式的責任，因而他的形象始終處於一種交織而成的、未完成的狀

態。 

 

在《出埃及記》中，摩西的形象具雙重性，他一方面代表耶和華立言發聲，

具有博識與先知性；一方面身體力行地執行著耶和華的神諭，帶領族人抵禦埃及

法老的種族壓迫並走出埃及，具戰鬥與守護精神。28 雙雪濤在塑造人物時，似乎

正是按這樣的二分法，將摩西的雙重特質放置在女性角色與男性角色身上：傅東

心與李斐凸顯出摩西的博識特質，李守廉與莊樹則顯示著摩西的戰鬥與守護精神。

但雙雪濤沒有止步於性別的二分法，而是將性別與階級、代際交織起來，四位“摩

西”的形象也因而複雜起來。從性別與代際角度來說，李斐、莊樹分別是傅東心、

李守廉在子輩的鏡像：李斐從傅東心那裏繼承了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堅守，

莊樹則從李守廉那裏繼承了守護正義的戰鬥精神。 

 

然而從階級角度來說，在 1995 年國營工廠解體後，四人依托的生存共同體

隨之破碎，兩個家庭不再同處於工人階級的平原，階級落差的溝壑開始在兩者之

間出現。因此，傅東心、莊樹儘管對李斐一家的遭遇抱以同情，卻又因為身份的

隔閡而無法感同身受。此外，莊樹的警察身份令他在子一輩成為蔣不凡的鏡像，

與李守廉的犯罪者身份形成了天然對立。雙雪濤曾在對談中將“二王”案件、蔣

不凡案件與莊樹案件都列入小說主題的序列，並調侃道，“警察就是給人擦屁股

的，這個‘人’是誰則需要去琢磨”。29 雙雪濤似乎暗示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對社

會秩序無條件的守護，以及不得不為經濟轉型的陣痛殿後的無奈。小說對於“二

王”案件、蔣不凡形象的插入，使故事所描繪的圖景不再局限於莊、李兩家，而

是指涉整個東北底層社會。因此，在性別、階級、代際的交織與隔閡下，四位分

享著摩西特質的主人公，誰也無法成為誰的救贖，沒有誰可以帶領東北社會的底

層民衆走出生存困境，摩西的形象因而也處於未完成狀態。“平原上的摩西”這

一標題，再次暗示了摩西形象的未完成性：《出埃及記》中摩西將紅海一分為二，

引領族人走出埃及；而莊樹在故事結尾，沒能真正將人工湖的湖水一分為二，暗

示著橫亙於莊樹、李斐之間的階級差距與創傷記憶再難彌合。莊樹唯一能做的，

只是拿出浸滿童年溫情回憶的“平原”火柴盒，這一火柴盒見證了 1995 年的少

女李斐對承諾的堅持、神性的篤信。 

 

 
28  王俊虎、王晶：〈神話原型批評視域中的底層文學書寫〉，頁 92-93。 
29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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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沒有摩西能帶領遭受創傷的人們走出東北，雙雪濤對《出埃及記》

的援引，對傅東心、李守廉、李斐、莊樹等角色人性閃光的刻畫，依舊為東北底

層書寫保留“向上超越”的可能。基督教曾在五四時期成為啓蒙中國現代文學書

寫的資源性力量，周作人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中肯定文學與宗教在情感上的共

通性，認為基督教的人文主義思想和文體形式可以為中國新文學帶來新的啓示。
30  魯迅同樣肯定基督教對於人的生存信仰的探尋，認為希伯來民族乃“向上之

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31 基督教因此參與了

中國文學對人的生存境遇的現代性展望。然而，上世紀 80 年代先鋒文學以“放

逐諸神”的文學實踐令基督教暫時從中國文學的寫作視野中淡出。32  先鋒書寫

之後，80 後作家雙雪濤再度將目光轉向對基督教元素的援引，以接續基督教對

中國文學的參與，體現他希望為底層書寫尋找敘事信仰的努力。然而，不同於五

四時期周氏兄弟的寫作實踐，雙雪濤在援引《出埃及記》時進行了“去宗教化”

處理，弱化其中的宗教信仰與政治意涵，將摩西故事中樸素的人性閃光與東北社

會的在地化經驗結合，書寫一曲對於愛與善、約定與信念、詩性與神性的挽歌，

為東北底層書寫賦予“向上超越”的色彩。 

 

 

五   結語 

 

如王德威所言，雖然〈平原上的摩西〉是個“沒有神跡的故事”，但我們對

神性的期待並不取決於宗教啓蒙，而是與“看待人間境況的意志與方法”息息相

關。33 雙雪濤筆下的底層書寫，展現出東北底層社會中“未完成的摩西”與“被

侮辱被損害的故鄉人”在時代症候下被遮蔽的創傷經驗。“中國套盒”式的嵌套

敘事，使雙雪濤的東北底層書寫沒有止步於經濟狂潮下被席捲的工人群體，而是

全景式地展現了以工人社群網絡為核心的零餘者們，在階級、性別、代際等身份

交織下所遭受的歷史性暴力。通過對《出埃及記》故事的援引，雙雪濤將目光由

訴苦式的苦難敘事轉向底層人民在苦難中對理想與信仰的堅守。對底層人民生命

能量、生存信仰的發掘，對底層書寫“向上超越性”的探索，是雙雪濤底層敘事

的獨特之處，也是當代文學底層敘事的新突破。他從“摩西”出發，帶領讀者重

新體會東北平原上人們的磨難，也用詩性的力量為底層建構應許之地，其底層書

寫從文學與生命體驗的相互銘刻出發，走向對生存信仰的精神追問。 

 

 
30  王本朝：〈基督教為何能夠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 5 期，頁 4。 
31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652。 
32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頁 38。 
33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頁 39。 


